关于语言身份的识别问题
作者简介：孙宏开，男，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美国语言学会名誉会员等（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全球有多少种语言，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国际语言学界通常根据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出版的Ethnologue提供的信息来确定语言的数量，但该书在收录世界语言资料时缺乏一定的严肃性。主要是由于语言身份的鉴定在国际上缺乏一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科学的可以量化的识别方法。文章围绕美国《科学》杂志于2009年讨论中国语言识别问题的文章为引子，讨论了语言身份鉴定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反驳了该文对中国语言识别工作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词，提出需建立一种互通度与语言结构差异度相结合的语言身份鉴定方法，以引起讨论，求得一种国际语言学界都能够接受的语言身份识别的理论和方法。文章还认为在互通度标准以及技术在实践中还没有能够取得学术界一致认可之前，指派最终的语言代码是不成熟的做法。
　　关 键 词：世界语言种类/语言身份鉴定/语言识别/语言与方言界限
 
　　1　引言
　　中国有多少种语言？全世界有多少种语言？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回答。为什么？这里涉及语言身份识别的标准和方法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语言和方言的界限问题。近期，该问题引起了境内外一些学者的广泛关注。事情起因是我198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识别和民族》（《民族语文》第2期第9-17页）的文章，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身份的识别问题。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回答中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讨论了语言识别与民族的关系，讨论了识别语言的复杂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语言识别的标准，按照谱系分类远近关系的原则，文章附录列出了中国境内已经识别的120多种语言的名称及其谱系远近关系。该文引起了境外学者的关注，被译成英文于1992年刊登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藏缅区域语言学》杂志上。
　　2　一封采访信
　　经过了许多年，2008年冬，我收到由《中国科学》杂志编辑转来美国《科学》杂志专栏作家迈克尔·伊拉德（Michael Erard）的采访信，信中提出了15个希望我回答的问题，问题以及我的回答大致如下：
　　问：您识别的第一种语言是什么？这项研究是于何时何地做出的？目前为止，您一共识别了多少种语言？
　　答：我最早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在1953年，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学习，袁家骅老师带领我们记录侗语和水语。1954年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开始自己到广西、云南、贵州调查研究苗语和瑶语，直到1956年。那年夏天，研究所派我到四川调查研究羌语，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1960年。其后，我的工作主要做新发现语言的识别工作，1960年，我去云南省的中缅边境地区，开展了独龙语、怒苏语的调查，1964年，在四川和云南开展了普米语、柔若语和阿侬语的调查，1976年，去西藏中印边界东段开展了达让语、格曼语、义都语、门巴语、仓洛语等的调查，1978年去甘肃、四川开展了白马语的调查，1979-1982年，在四川和云南开展了嘉绒语、尔苏语、史兴语、扎巴语、木雅语、尔龚语、贵琼语的调查，1987年，去四川开展了拉坞戎语调查。这些语言差不多都是最近调查发现，并写出了初步的调查报告的。自1992年起，我开始组织我的同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立项一起开展中国新发现语言的调查研究。有1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老师与我一起，逐个对一些新发现的语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每一种语言写出一部描写性著作，由我和我的同事主编，命名为《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已经有近60种语言列入计划开展调查研究。现在已经有38种语言的著作出版。在2009年将有10多种新的著作问世。
问：您现在仍然在进行田野调查吗？如果是的话，您在哪里进行田野调查？
　　答：是的。我几乎每年都会抽出一定时间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不仅仅调查小语种，也对藏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等进行过调查。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藏缅语族语言，调查的地区集中在西南几省。而且一旦开始记录具体语言，往往在村寨以及比较边远的山区。
　　问：想向您了解，在中国，从事田野调查的最棒的语言学家们都是由哪些机构培训出的？或者说，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和培训背景？
　　答：一般由高等院校。那里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或语言学系，有专门训练记录语言的课程。有时为急需完成某个调查研究任务，也采取办语言调查培训班，用临时培训的方式。时间长的数月，短的一两周。针对语言调查开设的课程有普通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语言调查实习等。
　　问：中国从事田野调查的语言学家们，通常是在哪些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或者说，在中国哪些地区能够获取最多的新语言，做出最多的语言识别工作？
　　答：数十万人使用的语言一般不需要专门去识别，我们现在识别的语言，一般使用人口不多，从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最多几万人，往往分布在比较偏僻的地区，或高山、或海岛、或边境、或人烟稀少的地区，交通不发达，生活不方便，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我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主编的《语言学论丛》第36辑上，叫《中国空白语言的田野调查》，较详细地描述了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的情况。
　　问：您认为中国总共存在多少种将会被识别的语言？中国实际上总共存在多少种语言，总数是多少？
　　答：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出版了一部由我主编的书《中国的语言》，由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该书收集了129种语言，但是我们现在实际已经识别了134种语言，因为那本书的截稿时间是20世纪末。至于语言的数量，我们和境外的学者在识别语言的观点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分歧。我们比较严格，境外比较松。这一点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章中已经提到了识别语言的标准。这是我们区别语言和方言的基本标准，不像境外的学者以是否能够听懂作依据。
　　问：我们非常想了解中国的语言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哪些工作？您可否给我们推荐一些其他的作相关研究的语言学家，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想跟他们聊聊，谢谢您。
　　答：在《中国的语言》书里，有近百位我同事的名字。我可以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但须得到其同意。
　　问：您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着重说明了语言辨别工作的重要性。这是否使得此后在中国探讨语言多样性的工作变得更为容易？使语言学家的工作更为容易？还是说，使该工作变得更难了？为什么？
　　答：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多样性是社会的共识。但识别语言是一项学术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严肃认真地对待，并不是很随意的工作，我们也有一些语言，如锦话，过去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但经过比较研究，确定他是佯黄语的一种方言。因此并不是语言识别得越多越好。
　　问：中国政府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有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目前中国政府认为在中国一共存在有多少种正式的语言？
　　答：中国有56个民族，并不是每个民族都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有许多民族仅仅使用1种语言，有的使用两种，还有的两种以上，政府并不需要承认或确认它，因为识别语言这是语言学界的事情。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章中已经指出，语言识别与民族识别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不同的事情。已经识别为独立语言的族群，并不需要一定改变他的现族称不可。
问：中国政府说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语言的数量是不是在中国也会被限制为一个固定的数？
　　答：请见上面的回答。
　　问：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一些居民在一个地方聚居，他们的语言已经被辨别出来了，但是他们仍然想被列为一个单独的民族？
　　答：是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的语言识别工作是配合民族识别工作进行的，后来一些族群的语言被识别为独立语言，但是他们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国家在是否批准承认某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考虑到更多的复杂因素，不单单根据是否是独立的语言。
　　问：在云南省，还有什么人类语言学方面的未解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语言辨别工作协助解决吗？
　　答：中国云南是多民族多语言的省份，人类语言学的情况非常复杂，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虽然我们已经作了很细致的工作，但是还很难说已经完全解决，而且已经识别出的语言，仍然有需要不断深入调查研究的必要。例如，境内已经识别的语言，他们的历史地位如何？在境外与哪些语言有关系，他们的历史渊源如何？远近程度如何？也不排除还有新发现语言的可能性。
　　问：民族辨别话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民族分类的历史沿革也很复杂。然而云南政府允许西方的语言学家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西方研究人员在中国做这项工作？
　　答：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欢迎境外的同行来中国开展合作研究，这项基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一总政策的指导下，任何学术研究工作都可以参与，但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中国法律允许范围内开展工作，包括语言识别工作。但您所提到的民族识别的工作，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宣布基本上完成了（这当然是指大陆范围内），也就是说不可能再识别新的民族共同体。
　　问：在世界某些地区，当地语言或民族语言是受到其本国保护的。中国语言学家是愿意和西方语言学家共同协作呢？还是认为了解中国的语言情况是其内部事情，从而不太希望和西方研究人员合作。
　　答：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我基本上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保护语言和开展语言研究的国际合作是并不矛盾的两件事，实际上，80年代以来，我们研究所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开展或正在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合作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我们希望把境外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我们更希望中国的语言学成果不断地介绍到国际上，让国际语言学界更多了解中国语言学界所取得的成就。
　　问：您认为，Bradley，Pelkey，以及其他语言学家的工作是正确的么？或者说，他们的工作是在正轨上么？还是剑走偏锋了？
　　答：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Bradley先生就参加了Worm教授主持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工作。因此他的工作我们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正如我前面指出的，在语言识别的理论和方法上，具体一点说就是标准上，我们存在一些分歧，他常常把中国学者确认为彝语方言或土语的地方话，说成是独立的语言，这个问题我曾经与他在瑞典隆德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汉藏语会议上讨论过。如果按照他的理论和方法来划分中国的语言，恐怕就不止130多种，而是上千种。至于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在中国的语言调查研究，我并不完全了解，很难一一加以评述。
　　问：一些在中国做研究的西方语言学家是由SIL资金提供赞助的，SIL基金由基督教会设立，并且他们的工作和《圣经》的翻译者Wycliffe相关。很明显，与基督教传教士的联系并不会在语言学家的工作中掺杂一些敏感的因素。为什么当地政府希望专家做语言辨别工作？受SIL基金资助的语言学家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会给自己或工作带来麻烦？
　　答：我前面已经说过，境外的语言学家，包括SIL的成员，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必须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SIL组织及其分支机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与中国语言学界有学术交流，他们的各任领导都来中国访问过，他们的语言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包括一些新的技术，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90年代后期，SIL的东亚部与我们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编辑并资助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术成果的出版，合作举办一些培训班，对促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至于他们利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回美国做翻译圣经的工作，这是他们的事情。
3　美国《科学》杂志的文章①
　　2009年，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栏目（《科学》2009年第324卷第5925期）刊登了迈克尔·伊拉德一篇关于中国语言识别的文章，标题是：多少种语言？语言学家在中国发现新语言。副标题是：在中国偏远地区工作的研究者发现了被深山深谷以及行政行为所遮蔽的数十种语言。全文如下：
　　退休的环境健康学教授卡里·舒克（Cary Shook）在靠近中越边境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山深处结束了一天漫长的田野工作之后，在自己入住的那家政府招待所遇到了另外一位美国人雅明·佩尔基（Jamin Pelkey），感觉到非常惊讶。两个人开始互相寒暄起来。
　　“我正在采集虎甲虫（tiger beetle），”舒克解释道。“你做什么的？”
　　佩尔基的回答是：“我在收集语言新品种”。佩尔基当时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研究生，正在为博士论文写作进行田野调查。2006年，佩尔基及妻子在云南省1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41个村寨里收集语言材料。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驾驶着一辆吉普车在崎岖的大山里行驶了1万5千公里路程。最终，佩尔基识别出了普拉族群（Phola ethnic group）使用的24种语言，其中18种以前从未进行过科学界定。直到佩尔基的调查识别工作之前，这些语言都被视若无睹，因为其使用者都被套上了同一个族群标签——彝族，官方认为所有彝族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由于儿童不再学习、成人不再使用而导致数百种语言日趋消亡的这样一个时代，许多现存语言从来都没有得到命名（尽管这些语言不是“新”语言，特别是对于这些语言的使用者而言无“新”可谈），似乎很让人感觉意外。然而，语言学家说，在中国、缅甸、亚马逊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可能存在数百种未经发现的语言。佩尔基的24种语言本月首次收录到最新版《民族语：世界的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一书之中，此书是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Dallas，Texas）的一家非营利组织世界少数民族语文院（SIL International）编撰出版的一部权威性的、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名录。这部最新版的《民族语》一书收录了156个国家使用的6909种活语言，包括来自19个国家的83种“新”语言。
　　佩尔基新发现的语言就同一个国家发现而言是数量最多的。中国是“地球上还存在大量未经报道和描写的语言的最后几个地区之一”，拉筹伯大学的语言学家戴维·布莱德雷说，他也在云南工作。这其中的原因涉及地理、历史、政治等诸多方面。布莱德雷推测，仅在云南可能就有150多种语言，西方和中国的语言学者们正在对这一地区进行更为全面的普查。位于劳伦斯市（Lawrence）的堪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阿丽恩·德怀尔说：“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人]十分关心自己国家的语言多样性，十分渴望对母语保留问题进行研究，并进行一些相关工作”。但是这种对于语言多样性的关注有时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the notion of a multiethnic but unifled Chinese state）相抵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马拉尼（Thomas Mullaney）说“语言问题之所以特别敏感，其原因在于在中国西南，语言是进行人群（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
语言归并
　　在一个地区怎么会有这么多种未发现语言呢？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村庄特别偏远。“云南的山区非常多，在共产党人开始修建道路之前交通非常不便，许多族群在那儿繁衍生息了数百年，”佩尔基说。“但走进云南，却发现只有几十种语言，这是最让人惊诧的事情”。
　　云南的最常见识别特征就是非汉族族群色彩斑斓的刺绣服装以及纳缝的衬棉帽子。数千年来，这些族群把云南的高山和低地称作家园。因为他们的语言几乎没有文字记录，语言变化就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地方和朝廷政府对于语言大都漠不关心，从来也没有普查过语言数量。
　　数百年的隔绝状态扩大了来自同一母语的各方言土语变体之间的差距。佩尔基说，现在，阿罗·坡拉（ALo Phola）的500名使用者听不懂另一种姐妹语言的使用者所说的话，两地之间的距离还不到8公里。佩尔基判断语言独立性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互通度”（mutual intelligibility），或者说就是不同语言变体的使用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听懂对方所说的话。在24种普拉语言的使用者中，互通度非常低。佩尔基说，因此，只要他们能够聚到一起，他们就不得不用当地的官话交流。
　　许多中国的语言只是在现在才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描写，因为把少数族群归并成几个大类的习惯做法掩盖了多样化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精简了少数族群的数量，其主要依据是语言。“这种做法的逻辑就是，‘一个只有100人的族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马拉尼说。20世纪50年代，大约50名普查人员在云南花费了半年时间把两百万人口划分成了20个官方承认的群体，尽管所发现的族群名称多达212个。1991年，中国永久冻结了民族数量，官方承认的民族共有56个：主体民族汉族加上55个少数民族，其中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2005年，布莱德雷在《语言社会学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中写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55种以上的语言的说法还是被明令禁止的。任何增加的语言实体都只能归为“方言”。尽管方言一词常常被翻译成英语的“dialect”，但是，更具体地来讲，这个词是指“在一个特定地域使用的语言”，或者“地域方言（topolect）”，与语言，或说独立自主的语言是相对立的。
　　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导致了中国和西方语言学者之间在语言界定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学家孙宏开说“我们比较严格，境外比较松”。孙1953年在四川省和云南开始进行语言田野调查工作，帮助识别了19种语言。他倡导一种不同于西方语言学者的语言识别方法，他说辨别语言和方言应该通过对语法结构、词汇和语音规律进行比较。如果这些方面类似，这些变体就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另一些中国学者进一步认为来自同一种共同母语并且拥有同一种文字系统的变体一定就是方言，而非语言，他们拒绝采用互通度标准，认为其不科学。使用如上这些标准，大约230种欧洲语言就会是有限几种语言的方言。中国语言学者“现在仍然局限于政治现状以及汉族主体强行把少数民族归为几大族类的传统做法”，布莱德雷说。
　　如在2008年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一份有关濒危语言的报告中，孙的清单上彝族只列了唯一的一种语言。尽管佩尔基描写的普拉语言中有些已濒危，但因官方只承认彝族使用唯一一种语言，这些语言作为濒危语言的情形就得不到认可。因此它们可能就很难得到有针对性的语言振兴资源。
到田野中去
　　同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语言多样性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国的研究人员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把新发现语言识别为语言，布莱德雷说。比如，1992年，在孙的努力下，帮助立项了一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新发现语言项目。总的来讲，中国的语言学者识别的语言总数为134种，而且在最后25年中识别的80种都叫做语言，而非方言。
　　中国人对佩尔基等外国研究人员也采取了开放政策，佩尔基是布莱德雷的学生。2005年，佩尔基加入了世界少数民族语文院，这家机构在描写少数民族语言领域中是规模最大的。世界少数民族语文院带有基督教传教目的：这家机构描写和分析语言，以便有助于帮助进行《圣经》翻译工作和识字计划。佩尔基说，过去，基督教组织在中国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最近此类普查工作得到了支持鼓励，因为这种工作帮助提供母语教育和协调语言振兴等工作。佩尔基以世界少数民族语文院成员的身份开展研究，这家机构是2004年以来在云南注册的一家非政府组织。
　　佩尔基在云南的村寨中一次会待上3至5天，调查10名左右当地人。他使用一个包括1200词的词表，用汉语西南官话说出一个词，并且出示这种物品的图片，然后录下人们用自己语言说出的这个词。在调查间歇，他录下人们所讲的故事，播放给另外一个村寨的人听，以便确定互通度。
　　最初，佩尔基所做出的假设是，使用普拉这个族称的人所使用的语言相互之间也是有联系的。这些语言都有声调，都应该是主宾动语序（SOV），词汇结构非常简单。然而，他发现尽管这些语言都有一个远古祖语，但并非很近的同胞手足关系，甚至连关系较远的堂兄弟关系都不是。使用来自进化生物学、对历史语言学来讲还是很新颖的语言距离矩阵（a distance matrix）工具，佩尔基判定阿扎和坡罗这两种语言和其他22种普拉语言从祖语中分化出来的时间比较久远。因而，这两种语言即便用中国（学者）的评判标准而言也不是方言。所有这些语言的使用者都被归入了彝族。
　　语言学家说，对有些社区的人而言，他们欢迎对自己语言的描写和发现，而对另外一些社区而言，他们对于失去传统归属感觉到很不安。布莱德雷说，在四川，有20到25种语言的藏族使用者强烈反对任何否定他们是藏族的说法，因此不愿把自己使用的语言识别为独立的语言。
　　《民族语》收录的24种新发现普拉语言现在国际上取得了某种官方地位，因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这些语言指派了识别码。这种语言编码在软件、数字文献（digital archive，数位典藏）、图书馆藏书等中使用，是对一种语言变体达到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语言”定义的一种官方认可。现在还要看中国政府会对这种认可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马拉尼说，“人们开始谈论中国那儿存在新语言的时候，就会开始对民族数目是固定的这种观念引发思考”。佩尔基希望因此而引发后续的争论。“你从假定的分类着手工作，然后你在其中发现大量的多样性，然后你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两者之间并非必须不一致，也并非必须一致。”此外，定义语言引起了这么多争议，而发现甲虫新品种就像是在公园散步一般了。
4　一封读者来信
　　上述文章发表后不久，该杂志发表了一位读者沃尔特·希勒（Shearer, W.）的来信，题目是：定义语言的边界。该来信说：新闻聚焦报道“多少种语言？语言学家在中国发现新语言”（Erard，M. 17 April，p.332）讨论了一种具有重要性的挑战工作：精确界定语言的边界。我在联合国的多种族地区冲突预防和解决行动工作时，碰到过这个问题，在那些地区成功地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关键取决于可靠的交流。孙宏开所描写的严格的标准构成了勾划语言边界的一种途径，然而，对于类似于我所从事的那种工作的实际应用目的而言，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使用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使用者——互通度——构成了定义语言的终极测试。
　　然而遗憾的是，确定互通度是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现在还没有普遍采用的测试互通度的技术。建立一种简单可靠的技术可以惠泽辨认语言边界的任务，这种技术可以确定哪些地方需要我们努力进行确保跨越语言障碍交流的工作。在互通度标准以及技术在实践中还没有能够取得一致之前，指派最终的语言代码是不成熟的做法。这一问题需要各国语言学家共同协作，另外还需要必要的经费支持。
　　5　中国学者的一些观点
　　在我国，较早讨论中国的语言与方言问题的是李方桂先生。1937年，李先生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讨论了中国语言和方言问题。其后吕叔湘先生也讨论过区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他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所写的卷首语《语言和语言研究》一文的“语言与时间和空间”一节里，提到“标准语和方言”。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在地球上分布着很多很多的语言。常常听到有人问：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要分清楚这是几种语言，那是一种语言里边的几种方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般的说法是：完全不能通话的是两种语言，基本上能够通话的是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实际上这不能用来作为唯一的标准。如德语，在联邦德国与荷兰交界的地方，两边的居民基本上可以通话，但他们说的话一个算是德语的方言，一个算是荷兰语的方言。反之北德意志方言和南德意志高地的方言通话相当困难，可是都算是德语方言。可见，能否通话不能作为区别方言和语言的唯一标准，还得加上一条，有没有共同承认的标准语，并且这标准语有统一的书面形式。有些外国学者的著作里讲到汉语常常按上一个复数语尾，这就是只承认前一条而忽视了后一条的结果。”（吕叔湘1988）
　　王均（1981）说，“诚然，关于语言和方言的划分，现在似乎很难说有一个什么统一的标准；但我们总不能不加讨论地把某两种话或几种话（仅仅因为它们被称为同一民族）说成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总得有一定数量的词汇特别是一定百分比的基本词汇相同（不妨语音相差很远，彼此互不通话，但必须能找出它们间的语音对应关系），还有语法构造的基本特点总应该是大致相同。换言之，确定同一语言应该有其质的和量的规定性”。他还认为：“我们不能说，既然民族成分已定，那就得千方百计来‘论证’这个民族说的‘就是一种语言’。不能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采取随心所欲的解释。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考虑问题。”
胡明扬（1981）认为“语言和方言主要不是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而是社会语言学的概念。语言和方言就其结构系统而言并无二致，仅仅是社会身份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在确定是两种或几种不同的语言，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社会政治因素，当然也要从语言结构方面的因素去考虑。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后来，胡先生1991年在《语文建设》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语言和方言》，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学术观点（该文见胡明扬2011：454-460）。
　　最近，针对美国《科学》杂志有关语言识别的文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刊登了徐世梁的文章，题目为《语言识别的语言学标准是什么？》（徐世梁2012）。现将该文章摘要抄录如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语言学家在识别语言方面过于保守，美国语言学家Jamin Pelkey以互懂度为标准把他在云南描写的24种民族语言定义为独立的语言，并且得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承认。Shearer虽然认为互懂度是识别语言的最终标准，但指出测度互懂度的技术还不成熟。孙宏开此前结合中国境内语言和民族的复杂关系，综合考虑语言结构和政治社会因素，提出了在我国进行语言识别的原则和标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他非常重视分析、比较语言结构与周围语言之间同异在语言识别中的作用。互懂度实际上是以语言系统的差异大小为基础的，必需落实到语言系统的比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现代语言已经在语言系统、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至少可以为语言识别提供两个可以参考的标准：语言系统的异同和对语言社区的认同。语言识别工作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语言学家应当积极利用这些成果，立足于严谨、科学的研究，推动有关‘语言关系’问题的讨论。”
6　讨论
　　那么，要不要确立语言身份？如何识别一种语言为一个独立语言的身份？在确立一种语言为独立语言身份的时候，它与方言的界限是什么？要不要建立识别语言区分语言和方言界限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来鉴别一种独立语言的身份？国际标准化组织根据什么原则确定独立语言的代码？本节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教于语言学界。
　　1）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又称美国暑期语言学院，其总部设在美国达拉斯，该组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编辑《民族语：世界的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每隔数年出版一卷修订本，至今已出版了16次修订本，第16次修订本一共报道了全球6909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一个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给配的语言代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许多国际组织报道世界语言数量时，基本上根据这本书为依据的。可见这是一项重要的事情，是全球有多少种语言的一个非常严肃的数字。
　　前面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栏目报道美国学者Pelkey夫妇在中国云南省南部发现的24种少数民族语言就是这本书报道的，而且国际标准化组织给这24种语言配给了语言代码。但是事实情况是Pelkey报道的这24种语言是中国彝族使用的语言。20世纪50年代，中国组织了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其中第四工作队有100多人的队伍，是专门对彝语支开展调查研究，经过两年左右实地记录，在彝族地区共收集了数百个调查点的资料，在老一辈彝语专家陈士林先生的领导下，数十位包括彝族语文工作者在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点与点之间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彝语方言土语。确定彝语划分为6大方言、26个土语，这一学术观点一直沿用至今。而Pelkey识别出来的24个“语言”，全部都在彝语东南部方言26个土语之一的文西土语分布地区之内。而文西土语有8个支系，Pelkey识别的“语言”属于文西土语“普拉”支系的彝族使用的语言（陈士林等2009：121）。
　　在中国学者研究分析的一个地方土语之内，识别出24种语言出来，而且国际标准化组织还配给一个语言码，使得世界的语言数量又增加了24个，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已经引起读者的质疑，我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科学性，更怀疑国际标准化组织乱给语言代码的严肃性。这样一来，人们还怎么相信Ethnologue公布的世界语言数量的准确性呢？
　　2）Pelkey等人识别语言的方法是国际一些学者通常使用的互通度（互懂度、沟通度）测试法，《科学》杂志对他的方法有具体的描写。2000年秋，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与云南省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工作委员会联合在昆明举办过一周左右有关互通度测试的培训班，我有幸自始至终参加了此项培训工作，深知这种测试语言差异的方法便于量化，易于操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缺点十分明显。首先，测试对象的语言能力、文化水平、社会经历和智力都会影响测试结果，经常出门和从来不出门的测试对象在理解语言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智商高和智商低的对象在理解样本的时候也会有差异。其次是样本内容的选择，词表的确定以及世俗样本和文学作品在测试过程中会使不同测试对象在理解测试内容的时候产生偏误和差异，测试者的诱导有时候会影响测试结果。再次，如何分析测试结果，差异多少算独立的语言？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没有确定一种学术界公认的测试方法以前，就确定配给语言代码的做法，正如一位读者来信中指出的，是“不成熟的做法”。
我们对语言身份识别有一套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考虑到中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内部差异非常大，几乎所有的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部差异，有的大，有的小。仅仅采用互通度的方法无法解决中国语言与方言界限的建立。如仅仅按照Pelkey互通度的做法，中国的语言数量会成十倍甚至百倍的增加。以汉语为例，汉语方言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确定划分方言大片和小片的做法，共分10个大片96个小片。如仅仅以互通度来测试，有的小片之间互通都有困难。难道要将汉语划为96种语言不成？因此我们在少数民族语言识别过程中，既采用了语言互通度的方法，也考虑划分和确立一种独立语言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重要的使用了比较语言结构差异的方法，将多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来确定语言身份以及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至于互通度如何测试，我们一般依靠本民族来做，而不是语言学家来做。本民族对母语间的差异是最敏感的，哪些语言能够通话，通到这么程度，他们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们对语言内部的差异比较敏感，一般一个语言内部存在方言或土语差异的，一开始互通可能有困难，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慢慢地沟通。但语言之间的差异，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才能够学会另一种语言。
　　我们识别语言以及划分方言土语的做法要比单纯依靠互懂度的测试方法严谨得多，但它得到了《科学》杂志以采访对象的语言加以否定。
　　我们认为，语言身份的确定应该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已经确定为独立国家、民族、族群的共同体，他们使用的母语，不管他们与周围的国家、民族或族群的语言差异大小，一律应该确定为独立的语言。否则，完全按照沟通度标准来区分语言和方言，那么许多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彼此基本上都能够沟通，难道不把他们算作独立的国家语言吗？
　　进一步说，在一个国家、民族或族群内部，要识别出一个新的语言来，一定要采用互通度与语言结构差异相结合的方法来定位，不能够简单采取是否能够听得懂来判断。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情况确定了识别语言的一些大的原则，并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因素与语言结构差异标准相结合的观察角度来区分语言和方言的界限，这一点在《中国的语言》第一编第二章里有进一步的分析。当然，这个标准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完善、补充和修订，但是这个思路应该是肯定的。
　　3）美国《科学》杂志刊登自由撰稿人迈克尔·伊拉德的文章，虽然他在发表该文章以前采访了中国学者，但是他完全没有理睬中国学者的观点。在他的文章里，利用一些对中国情况一知半解的学者的语言，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和评论，新闻聚焦栏目未经核实，就刊登了出来，这一做法违背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例如，该文章中以下一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地方和朝廷政府对于语言大都漠不关心，从来也没有普查过语言数量。
　　——中国语言学者“现在仍然局限于政治现状以及汉族主体强行把少数民族归为几大族类的传统做法”……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55种以上的语言的说法还是被明令禁止的。任何增加的语言实体都只能归为“方言”。
　　——佩尔基的调查识别工作之前，这些语言都被视若无睹，因为其使用者都被套上了同一个族群标签——彝族，官方认为所有彝族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佩尔基判定阿扎（Azha）（使用人口五万三千人）和坡罗（Ph010）（使用人口三万人）这两种语言和其他22种普拉语言从祖语中分化出来的时间比较久远。因而，这两种语言即便用中国（学者）的评判标准而言也不是方言。
　　——在四川，有20到25种语言的藏族使用者强烈反对任何否定他们是藏族的说法，因此不愿把自己使用的语言识别为独立的语言。
　　——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导致了中国和西方语言学者之间在语言界定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歧。
　　……
　　我们无需逐项驳斥上述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说法，只要读者认真读一读我答复采访者的文字就一切都明白了。
4）语言身份识别是一项学术性、政策性、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学界至今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鉴定标准和方法，以至于目前公布的语言数字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可信度不高。这种状况亟待改进。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在开展语言身份确定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粗浅的经验，我1992年的那篇文章在美国发表后，先后应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加州大学语言学系、里海大学人类学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法国科学院东亚语言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等就同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做过讲演，阐述我们对语言身份识别的看法，与同行就这一主题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多数学者都有同一呼声，应该尽快建立一个国际通用的语言识别标准。在学界对语言身份识别的观点和方法形成共识前，最好尊重各国语言学家对本国语言识别的结果及数量的认可，不要随便乱给代码，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本文初稿完成后曾用电子邮件发送给语言学界同行和朋友征求意见，先后有袁毓林、史有为、金立鑫、李佐丰、田小琳、李宇明、王福堂、游汝杰、蒋绍愚、朱晓农、黄行、沈家煊、陆丙甫、刘丹青、石锋、王洪君、聂鸿音、罗自群、麦耘（以上名单以收到复函先后次序排列）等20多位专家回了信，有的朋友还参加了反复讨论，有的专家还打电话提出建议或进行讨论。现在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做了初步修改。在此，仅对关心并参与讨论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章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注释：
　　①本文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由胡鸿雁博士翻译，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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